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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教育成就的历史情境分析 
阳荣威，邓勇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西南联大在短短 8 年的办学历史中，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取得不能不让人惊

叹的巨大教育成就。研究者将西南联大的成功归咎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等因素，但是这些要

素是如何形成的却研究较少。论文通过继续追问这些要素生成的历史情境，探讨了西南联大精神、学术独

立与自由、民主管理是如何在当时历史情境中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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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

南联大，校址设在昆明。据统计，从 1938 年至 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 8000

人，毕业生 2500 余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

外的第一流科学家。其中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赵九章、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 81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 26 名；院士里最年轻的 3位，陈省身、许宝

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师生。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 5 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

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 4 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新中

国成立后，黄昆、刘东生、叶笃正 3 位还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

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 6 人是两弹一星元勋。1955 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部委员中出身

于西南联大的有 118 人，占学部委员总数 473 人的 24.9％
[1]
。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占了

164 人。此外，还培养了殷海光、王浩、邹谠、汪曾琪等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

西南联大谱写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南联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在中国最困难时期、环境最恶劣、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

完成的，当人们看到西南联大近乎神话般的成就时，不能不让人惊叹她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

奇迹。正如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写的“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

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办学条件那么差，为什么能培养出如此多的科技、

人文精英？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2]
的

总结可以较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即学术自由和管理民主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当

然大学成功必须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但关键是这些要素如何能够生成，这才

是问题的关键，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要解释这个问题，这就有必要追问当时的历

史情境，西南联大为何能在当时的环境中做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 

一、 西南联大精神动力形成的历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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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西南联大的精神，有学者认为是爱国主义精神，有的认为是民主精神，还有的

认为是科学精神等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精神只是西南联大精神在某些方面的一些表象。我

们认为的精神是人或组织实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放眼中外历史，大凡在世界历史

上有较大成就的大学，在崛起和发展的道路上，都会迸发出影响深远的精神力量，成为这所

大学进步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说精神力量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甚至举起的的重

要支撑，同样西南联大的卓越与其特有的精神力量是分不开的。那么西南联大靠什么精神凝

聚人心、汇聚力量，成就一段教育史上的奇迹呢？ 

（一）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 

西南联大师生在民族危难形势下催生出的爱国主义情怀支撑着联大学人弦诵不辍。西南

联大师生撤离平津，辗转湘滇，风餐露宿，历经艰辛，亲眼目睹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艰，严

峻现实使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充塞于胸。“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

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首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充分表达了联大师生的殷殷爱国

情怀和拳拳报国之心。“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 民族危难激起了联大师生的爱国主

义情怀，为国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被点燃。 

我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黄子卿教授的事迹窥见一斑。黄子卿教授是在抗战爆发前回国

的。当时他刚刚完成水的三相点温度精测的重要研究，后来国际温标会议正是以他的研究成

果确定了绝对零度为—273.15℃ 。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负

责人都挽留他并劝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

条件？”黄子卿回答道：“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
[3]
。这些文化菁英在国难时期，爱国

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希望充分利用所学实现拳拳报国的心愿。在国难时期，在国外求

学的学者，也放下自己的研究和学业，不惜牺牲个人在国外的学术发展和优厚待遇，纷纷赶

回中国，期望以自己的才学来报效祖国。如正在剑桥大学访问的华罗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范绪筠；德国汉堡大学博士陈省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生王竹溪、张文裕；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博士余瑞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严仁荫等人亦先后回国，辗转到西南联大任教
[4]
。

正是在民族危难形势下，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被民族危难唤醒，他们拿起了自己最善长

的武器——知识，来实现救国的愿望，这种精神力量催支撑着西南联大学人弦诵不辍。 

（二）保存中国的文脉的使命感被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所警醒 

日本侵略者深知要击垮一个民族，除了武力征服之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文化征服。

不同于殖民地可操控教育和社会制度，灌输奴化的殖民思想，日军对中国文化改采彻底摧毁

的方式，在军事作战的同时，有计划地破坏大学校园和学术文化机构，企图从文化上根本地

消灭中华民族。最先遇难的是天津南开大学，校园先遭日军连续两日猛烈轰炸。整个南开大

学几乎被夷为平地，珍贵图书被劫，师生个人财物也丧失殆尽。各大学数十年累积下来极其

珍贵而又无法弥补的文化产物，例如北京大学珍藏的中国地质研究文献、清华大学搜集的近

代史档案、南开大学调查华北地区的研究资料等，均毁于战火，其损失已非金钱所能衡量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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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暴力尽管使师生们处于惊慌状态之中，但并不能摧毁师生们的意志。师生们清醒地

意识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著名学府的疯狂肆虐，表明他们对中国进行的不仅仅是军事上的

征服，更是精神文化上的彻底征服，他们想彻底击溃中华民族的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一个

民族可以暂时流离失所，但一个民族决不能丢失作为该民族赖以凝聚在一起的民族精神。正

如南开校长张伯苓所言：“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

此挫折而愈奋励。”
[6]
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知识是唯一的救星，惟有知识才能

使我们不致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对于大学里的文

化菁英来说，延续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民族精神，成为首要之务，而保护这些教育界、文化界

的知识份子，事关民族存亡
[7]
。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山河破碎的境况时，自然而然想到且能

做到的事就是通过教育救国，用自己的知识救国。 

日军暴力使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保存中国的文脉的使命感被日本侵略者的图谋所警醒。

他们认识到立足于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应着眼于“立国之本”，即保存中国的文脉。西南

联大刚迁入云南之际，对于学生在国难时期要不要弃笔从戎展开过激励的争论，最后陈诚在

西南联大的一次演讲中告诫学生“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而你们

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那么将来的形势肯定会

非常严峻
[8]
。陈诚的讲演使学生坚定留下来为保存中国文脉的决心。 

在国难时期，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忍、

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
 [9]
，为 20

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座丰富的思想文化宝库。因此，保存中国的文脉使命，成为文化菁英的

选择，识破日本侵略者的图谋后，反而更加坚定了西南联大广大师生钻研学问的心。李洪涛

先生在他的《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中说，“这些教授、学生们，只要尚不至于

被饿死在校园里，他们就会拼命地教、拼命地学、拼命地出成果、拼命地报效祖国，这也许

就是西南联大人共有的性格!”
 [10]

日本侵略者企图从文化精神上彻底摧毁中国的阴谋警醒了

中国的知识精英，保存中国的文脉的使命感比任何时刻都要强烈。 

（三）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被社会现实所激发 

国难时期，西南联大颠沛流离，这对需要学术宁静环境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不幸的，但是

西南联大广大师生在颠沛流离中，得以近距离的触碰中国的现实。一方面，他们感受到了祖

国的大好河山，却在饱受摧残，另一方，方面体会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广大师生复兴民族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激烈迸发。 

西南联大在南迁的过程中，西南联大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的。由黄师

岳、闻一多、袁复礼等男教师和男同学组成，他们徒步行程 3000 余里，历时 68 天，书写下

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长征”。胡适曾赞叹道：“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

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11]

。在南迁过程中，广大师生能够近距离触摸到社会的现实，

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激发了广大师生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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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步行一方面使师生直接饱览了祖国壮美的山河。正如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我

不能忘记关岭，好崇高的山；我不能忘记盘江，那急流的水！……它们已经在我心里，镌刻

了永不能磨灭的影子！
[12]

。”这次长征是教育上的探险，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

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南迁过程中，直观的感受到了祖国江山如此

多娇，保卫祖国之责任感油然而生。 

这次步行另一方面使师生直接感受到了祖国的落后和民众的疾苦。当年步行团学生、著

名哲学家任继愈回忆，“此次步行，令同学们走出象牙塔，第一次去认识自己的祖国，才知

道中国有多么贫困，多么辽阔……正是这些在寒苦中的人民教育了青年学生，中国不会亡。

中国的精神与希望在民间，在下层的人民当中。”
[13]

辗转于湖南、贵州、云南的日子，他们

进入到一个生存环境几乎异质的空间，不断从见闻验证过去所学，并充实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知识，对于自己国家的宏伟壮丽和幅员辽阔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也对边区的偏远贫困感到忧

心忡忡。这群知识份子的思考变得开放且实际，不再只是关在学术象牙塔里，还必须思索眼

前的国家和人民该往何处去。对青年学子而言，湘黔滇旅途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挑战自我和认

识大西南，意外地拓展了他们生命体验的深度，并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内化为联大精神的一部

分。西南联大师生复兴中国的社会责任感被社会现实所激发。 

二、 西南联大学术自由氛围形成的历史情境 

20 世纪 80 年代，当年的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先生出国访问，研究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

他：“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

开 30 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14]

人们都知道联大的校训是“刚

毅坚卓”，其实联大还有一幅解释校训的对联：“自然自由自在，如云如海如山”。 西南

联大，这所不普通的大学，就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化身。我们在艳羡西南联大的学

术独立与自由之美的同时，我们还须追问历史，西南联大是如何能够保证学术独立与自由的。 

（一）知识分子犬儒主义还未形成 

犬儒主义（Cynicism）是个外来词，通常将它理解为讥诮嘲讽，愤世嫉俗，玩世不恭，

即犬儒主义。他们很容易把世界看成一片漆黑，由此便使自己陷入悲观失望，再进而怀疑和

否认美好价值的存在，最终则是放弃理想放弃追求。“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

唯有以荒谬和玩笑对待之。”一个理想主义者总是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之后才变成犬儒的。 

密尔早就指出，专制使人变成犬儒，正如王夫之所言：“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

在专制的体制下，被统治者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

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这样，他们就可能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这样，他们就变

成了犬儒。 

由于民国时期处于新旧制度交替时期，西南联大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开端时期，有许多

学者是海外留学回归人员。据 1946年统计，联大 179 位教授当中，97位留学美国，38 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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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欧陆，18 位留学英国，3 位留学日本，23 位未留学；；3 位常委中，2 位曾留学美国，1

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 位系主任中，除中国文学系及 2 位留欧陆、3 位留

英外，皆为留美
[15]

。无疑，这些有过留学经历的教授与领导曾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文化的熏

陶，他们把这种民主、自由意识带到了西南联大。因此他们对在中国建设学术自由的制度有

着理想的憧憬，也愿意为之抗争和奋斗，还没有形成犬儒。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

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1942 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

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

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
[16]

” 。那些教授们为人所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所彰显的正是

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张扬的独立个性。应该说，这段日子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

们是一群幸福而自由的人。有一个理念与个人主义密切相连，那就是，知识界每个成员都有

权利追求真理。尤其是战争初期，在犬儒哲学和失败主义还未泛滥成灾之际，奔赴昆明的唯

一的目的就是探寻真知。怀着敬畏之心，用科学方法探求真理，这意味着客观独立的调查，

实验的技能，以及无征不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官方强制推行的正统观念，联大一概置

之不理
[17]

。正是有了这些追求自由的人，还没有形成像当代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才会有西

南联大的学术自由的氛围。 

（二）政府无力干预，自治传统得以延续 

西南联大对于政府当局发出的有可能损害大学发展的种种要求敢于抵制，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如 1939 年后，教育部三次下令，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

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教授会在呈文中对教育

部的规定逐条予以批驳，“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明态度“ 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

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尚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18]
西南联大以原来的课程设置已取得成绩为由对当时的教育当局的要求予以解决的拒绝。 

那么西南联大是如何在专制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做到大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呢？主要

的原因是由于各种因素，使国民政府无力干涉西南联大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由于内部组织涣

散，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甚至无力阻止公开的反抗，只能眼看着它趋于腐化堕落。国民党表面

上统一，实际上却是私党林立派系混杂。蒋介石能在这个尾大不掉的政党中稳居首位，与其

说是因为他有权对他们发号施令，毋宁说是他能巧妙地平衡个人和派系之间的内讧。 

从外部原因看，昆明地处偏僻，远离当时的政治权力中心；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疲于

奔命，无暇它顾；云南地方势力强盛，具有相当独立性，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矛盾重重，

国民党当局难以过多插手地方事务等等
[19]

。外在控制力量的软弱分散，使得西南联大能在一

定程度上按照大学的内在逻辑发展。 

从内部来看，西南联大期间，由于平津三校在文化教育界已经形成的权威地位，政府当

局似乎不敢过多直接插手。作为当时教育部的决策者，陈立夫的命令在昆明无法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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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他获得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学校领导的配合
[20]

。西南联大的领导层，由北大校长蒋梦麟、

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管理联大。而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均

有西方留学的经历，深知学术自治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当教育超然的理想与政府要求相冲

突时，敢于说“不”。 从而使西南联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保

障了西南联大自治。 

（三）开明的地方政治对学术自由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活跃，学术自由的时期恰巧都是中央权力式微，诸侯遍地的时期。

民国时期表面上统一，实际上却是地方势力林立。因此在专制的国民政府中，并不会是铁板

一块，有可能出现较开明的地方政府，从而为当地大学的学术自由起到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由于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路途艰险，云南相对闭塞。昆明这种相对隔离的环境客观上阻

止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大举进入云南，为云南当时的执政者龙云在云南的治理提供了相当的自

由度。龙云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地方政府的执政者。地方势力的开明，无疑为在专制

铁板中去打开了一条为学术自由形成预留的缝隙，而正是这一丝缝隙，为西南联大的学术自

由氛围的形成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龙云对于西南联大师生及各界民主人士，往往会加以扶植和培育。正如龙云后来所回忆：

“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和我随时都有接触和交

谈的机会，谈到国家大事，所见都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独裁政治，大家都深恶痛绝。

他们都反对内战，希望抗日胜利后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民主宪法，用以束缚蒋介石，实

行中山遗教。这也就是我当日的愿望。所以我对昆明汹涌澎湃的民主运动是同情的。张澜派

人和我说，组织民盟有许多困难，我就竭力鼓励他放手干，我愿尽力帮助。”
[21]

 

对昆明的学生运动，龙云也不压制。他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

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妥，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 

对国民党动辄采用打、压的方式对待学潮，龙云也极为不满，他批评国民党中央“有些人无

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就要追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
[22]

他的审查机关比蒋

介石更宽松。他不允许戴笠的秘密警官在昆明抓人。在批评重庆政府方面，没有人比云南省

主席更决决拥护言论自由
[23]

。 

对于联大的桀骜不驯，教育部官员极为恼火，据说准备停发工资，但龙云表示，那样的

话，他将会照工资单支付薪水。
[24]

因此，西南联大在云南开明的地方政府的卵翼下，对其学

术自由的保障不能不说是大有裨益的。 

三、 西南联大学民主管理机制形成的历史情境 

（一）矛盾冲突缓和的需要 

经过历史的沉淀，我们往往只关注到西南联大精诚合作的一面，其实当时的西南联大在

联合之初却是充满着矛盾冲突。北大、清华和南开在抗战之前都是享有盛誉的大学，且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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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尽相同的历史背景与传统，也就增加了彼此间协调的难度，不少矛盾源此而生。三所背景

不同、传统有异的大学联合在一起，其协调的难度可想而知。对此，蒋梦麟曾慨叹说：“在

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

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
[25] 

正是由于“各人有各人的意见”，龃龉也就在所难免了。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巡视学生

宿舍之时。据有人回忆，当学生搬进 49 标营房不久的一个上午，3 位校长在秘书主任的陪

同下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内部设施又极简陋，认为这不宜居住，会影响学生身

心健康。张伯苓则表示，此时国难方殷，政府在极度困难中支撑青年的学业已属难能可贵；

而且学生正应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梅贻琦原是张伯苓的学生，故沉默不语，

不便表态。蒋梦麟听了张伯苓的话，便直截了当地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

这宿舍里！”张伯苓马上“回敬”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26]

不同思想和观念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矛盾缓和冲突，民主管理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从组织架构看，西南联大采取的是民

主管理的架构。联大领导层是由 3校校长共同组成的学校常委会，为决策机构，由蒋、张、

梅 3 位校长轮流主持工作，称轮职常委会。凡学校重大问题决策均由常委会讨论决定，常委

开会时处长和院长列席会议。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联合组成四个学院十七个系。在院长职务

的分配上也强调的三校之间的均衡与民主——北大的冯友兰任文学院院长，南开的陈序经任

法商学院院长，清华的吴有训任理学院院长。工学院为清华所独有，院长自然由清华人施嘉

炀担任。
[27]

高层领导职务也由三校分担。清华的潘光旦任教务长，南开的黄钰生任训导长，

北大的樊际昌任总务长。
[28]

尽管如此，三校还是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及

非正式的行政组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南联大之所以形成民主管理的架构，是为缓

和三校的矛盾冲突的需要而生的。 

（二）患难之交的民主与宽容 

西南联大的民主不仅体现在行政管理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同事与同事之间，教师和学

生之间，这种民主氛围的形成容易使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上能够平等的交流，从而使学术研

究处于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那么西南联大这种学术民主平等的氛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人们在艰苦尤其是在经历生死的背景下往往能够摈弃偏见与傲慢，彼此之间能比较宽容

和容易亲近。联大师生来自北方校园，而今远离大都市，安扎在偏远的昆明，都曾亲历战火

的洗礼，度过艰难贫困的日子。陈岱孙回忆：“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

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
 [29]

在这种处境下，

以前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都是和廉卑驯顺的学生前所未有地亲近起来。有时，老师和学生一

起研究新材料。学生敢于质疑教师，而教师带着欣赏和尊重预以答复。有时，未经提示，教

师发现讲授有误就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励。
[30]

 

王浩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里，这样说道，“教师之间，学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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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

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

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

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

解
[31]

。 

如果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老师发难。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并不认为是侵犯了自己

的学术尊严，而是很有雅量地点头微笑，欣赏自己弟子的见解。当时，昆明的物质生活异常

清苦，但师生们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教授们为热心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许多自由选择的好机会；

同学们相处融洽无间，牵挂很少却精神旺盛。当时的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身临其境的

人感到最亲切的就是“堡垒”之内的民主作风。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资历

与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因此，在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形成民主与宽

容的氛围，为西南联大的民主平等的学术氛围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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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uthwest Associate University existed in only eight years, but under extremely difficult 

condition,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alents had been trained. Such grea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makes people feel impressive. The researchers attribute the success to its autonomy, academic 

freedom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By continuing question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se 

elements derive, we discuss the reason why the Southwest Associate University’s spirit,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can exist in such historic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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